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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但其工业经济是建立在能源消耗基础上的粗放式繁荣，成为实现减排

目标的攻坚深水区。运用 IPCC 碳排放核算方法，基于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视角，研究 2009—2019 年长三角地区 36

座城市工业碳排放现状及空间格局动态演进趋势、分解长三角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并归纳其碳达峰趋势的聚类特

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整体工业碳排放呈现增加的态势；地理分布呈现“东高西低”且重心向西偏移，空间格

局兼具集群性与非均衡性；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城市化和劳动力效率是长三角工业碳排放主要驱动因

素；区域内城市达峰趋势分为脱碳先锋型、脱碳潜力型、转型困难型和达峰滞后型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梳理了

长三角地区工业低碳高效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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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最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

的能源未来》提出“低碳经济”,开启了全球范围内“控碳、降碳”的实践。气候变化的治理是典型的公共产品，需要全球各国

和地区都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全球公认已稳定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国

家和地区 54 个，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40%;自 2006 年中国 CO2排放量超过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1
同时作为

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最大发展中国家，在人口压力、工业化进程阶段等发展硬约束下，2020 年习近平主席宣布：2030 年前 CO2排

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承诺不仅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国责任与担当的外

在彰显，更是重塑新发展格局的内外路径融合的根本落脚点。在碳达峰“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指导下长三角“要谋先手

棋”,2020 年长三角经济总量占比约为 24%2,成为三大经济增长极中最活跃的地区，但其工业经济是建立在大量消耗基础上的

“粗放式”繁荣 3,长三角“双碳”目标实现既是国家推动部分区域率先达峰，完成达峰目标的战略部署，更是借力“十四五”

发展实现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的重要路径。因此，摸清长三角“碳家底”、找准“减碳能力”,进而厘清“双碳”路径正是本

文研究意义所在。 

国内外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研究首先聚焦于“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的模型工具”,主流方法有 IDA 类 4与 SDA 类 5。IDA 法

以能源恒等式为基础，凸显驱动因素结构变化的作用效果 6,而没有将技术进步、要素间替代等与其变化密切相关的要素纳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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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范围，缺乏各要素间相互关系的底层逻辑梳理 7;SDA 法则以投入产出表与消耗系数矩阵为基础，可以达到精细化产业部门最终

能源需求的目的 8,但未克服算法的复杂性与数据的难获得性等缺陷 9。随着研究深入新方法随之涌现，比如生产理论中的Shephard

产出距离函数法
10
,规避了前两种方法的不足，具有较好的经济解释能力，但仍未重视碳排放的空间外溢效应。国内相关研究更

注重从“影响因素分析的实践结论”梳理“双碳”目标的着力点。中国经济增长整体尚未完全摆脱“自然消耗增加型”模式 11,

粗放型经济产出效应仍是工业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 5,只有当经济集聚水平达到阈值后，减排效应才会显现。12产业结构变动

会引起碳排放量的改变，产业结构效应为碳排放的抑制因子 13,缩减第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量。此外，

能源强度降低也是工业碳排放减少的重要因素。3 

国家多次强调避免“双碳”政策的“一刀切”和不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现象，与基于社会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禀赋、工业化

进程阶段、人口压力和政策文化等多维度识别差异化的碳减排路径研究形成相互佐证。比如，其一，以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为划分

标准，基于各类型城市工业碳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减排贡献的作用效果，三线城市的碳减排难度明显大于一、

二线城市 3;其二，以工业化进程为划分标准，基于城市的支柱产业和经济结构差异，能源城市与重工业城市的碳排放强度明显高

于轻工业城市、高科技城市与服务业城市，其减排工作的效果更优 14;其三，依据产业结构划分为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和混合经

济城市，研判其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耗之间比例关系的区别，高度商业化的城市表现出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与

能源消耗的高度相关性，碳减排难度更大
15
;其四，依据碳达峰趋势划分为低碳潜力型城市、低碳示范型城市、人口流失型城市、

资源依赖型城市和传统工业转型期城市，区分各类型城市的达峰目标设计和行动重点，并将低碳潜力型城市和传统工业转型期

城市认定为落实 2030 年达峰行动的关键一环 16;等等。 

精准识别碳排放驱动因素是长三角实现“低碳经济”的痛点，但现有文献少有基于空间模型工具探究长三角工业碳排放驱

动因素，更缺乏对长三角城市类型特征的系统梳理，弱化了相关研究结论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 2009—2019 年的工

业能源数据为基础，测算历年的工业能耗碳排放和空间分布及其演进趋势，架构长三角各城市间的低碳协同机制，破解单一区域

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气候问题，形成工业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叠加效应、集成效应及系统性合力 17;深入分析长三角城市工

业碳排放的类型特征和驱动因素，为各城市地方政府设计因地制宜的达峰路线、明确达峰目标和重点任务提供参考依据。使当地

气候政策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协调统一，以期引领全国零碳转型，成为国家绿色发展的样板，为其他区域腾出发展空

间、预留发展时间。 

二、长三角城市工业碳排放基本特征 

采用 IPCC的核算方法对长三角城市工业的碳排放现状进行“摸底”。其能源利用结构以煤炭为主，还包括焦煤、原油、汽

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和汽油液化气等化石能源，本文选取这 9种能源衡量长三角工业直接碳排放、选取电力衡量间

接碳排放。各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取自《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电力碳排放系数的具体数值参考国家发改委

2011 年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长三角城市工业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状况基本吻合，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还未实现实质性脱钩。基于碳排放总量维度，安

徽、江苏、浙江分别有 3、4、9个高碳城市。长三角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经济社会基础不同，城市工业碳排放也存在差异：2009

年宁波工业碳排放量居长三角首位，高达 17121.7万吨，而黄山处于最低位，约为261.9万吨，二者相差约 65倍；至 2019 年工

业碳排放量最高的苏州与最低的黄山相差约 24415.9 万吨，该差值在样本期内上升 47%,区域内碳减排的协同推进任重道远。基

于碳排放达峰趋势维度，长三角整体工业碳排放虽仍呈现上升趋势，上海、徐州、南通、泰州、杭州、淮北和宿州初现达峰特征。

此外，南京、无锡、常州、宁波、温州、马鞍山、阜阳和亳州，工业碳排放量已无明显波动，呈现达峰趋势。苏州、连云港、扬

州、镇江和浙江与安徽大部分城市工业碳排放仍有逐年上升的势态，释放危险信号，成为长三角未来减排工作的重点关注区域。 

三、长三角城市工业碳排放空间格局与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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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格局及演进动态 

运用重心-标准差椭圆分析2009年与 2019年两个特征时点长三角工业碳排放的重心转移及标准差椭圆。样本考察期内，工

业碳排放的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长三角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基本呈现“西北-东南”分布格局，与长三角城市工业碳排放特征

事实相符：高碳排放区集中在以苏州为核心的中部偏东的位置，以连云港与宁波连成的对角线将低碳排放区与高碳排放区分隔

开来，呈现出“高碳排放区与低碳排放区交替分布”的空间结构；安徽与浙江部分城市的工业碳排放均偏低，江苏中南部地区与

上海的工业碳排放较高，地理分布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从椭圆面积比看，样本期末椭圆面积略小于样本初期，说明长

三角工业碳排放存在空间集聚的趋势。从重心移动轨迹及方向看，长三角工业碳排放分布重心在样本期内由无锡向西南方向移

动至常州，表明西部单元格城市工业碳排放的增长速度高于区域内平均水平。由此可见，碳排放不仅可以沿着贸易路径在生产端

与消费端转移，在长三角内部也沿着产业转移的方向实现了生产端之间的转移。 

 

图 1长三角城市工业碳排放区位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整理所得，下同。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刻画 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长三角城市工业碳排放的时序动态演进特征(图 3)。其一，核密度曲线

的左侧起点逐年降低，低碳排城市占比减少，右侧拖尾逐年延长，由 2009 年的约 19000 万吨增至 2019 年的约 26000 万吨，高

碳排放城市占比增加且碳排放量愈来愈大。且核密度曲线的重心位置逐年向右偏移，三年的曲线重心分别出现在 2000、3000 与

4000 万吨左右，表明样本期内长三角工业碳排放整体仍呈现增加的态势。其二，三条核密度曲线均为倒“V”形单峰形状，表明

长三角地区工业碳排放重心较为固定。密度最高点均位于 5000万吨以内，10000 万吨以上的密度虽有反弹趋势但总体小于 0.02‰,

碳达峰基础相对较好，明确碳达峰攻坚阶段整体性约束指标并坚持减排政策的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可为后续碳中和工作舒缓部

分压力。 

(二)分布特征 

1.空间集群特征 



 

 4 

采用 Q型邻接关系空间权重矩阵计算各年长三角工业碳排放全局 Moran’sI 指数(表 1),2009—2019年长三角工业碳排放呈

现地理集聚现象。除 2014年外长三角工业碳排放的相关性指数均大于 0,且其对应的 P值均小于 5%,可见长三角城市工业碳排放

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而且在样本期内这种集聚效应还较稳定。长三角工业碳排放空间自相关性呈现明显的两个阶段：下

降阶段(2009—2014 年)与波折上升阶段(2015—2019 年)。样本期初期是长三角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发展的区域不平

衡性削弱了工业碳排放的空间集聚现象；自2015年以来的空间自相关性波折上升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的提出与深度推进，区域

内完善的功能区划分使得城市的经济功能与生态功能区分开来，将碳排放锁定在特定范围内，加剧了碳排放的集群效应。 

 

图 2 2009年与 2019 年长三角工业碳排放重心-标准差椭圆演进 

 

图 3 2009年、2014 年、2019 年长三角工业碳排放核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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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长三角工业碳排放全局 Moran’sI 指数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全局 Moran’sI 指数 0.47 0.41 0.22 0.23 0.19 -0.02 0.08 0.49 0.41 0.53 0.54 

 

利用局部莫兰散点图描述长三角工业碳排放集群特征。2019年数据表明，在第一象限即高水平与高水平聚集的城市有 7个，

在第三象限即低水平与低水平聚集的城市有 13个，说明同向聚集处于主导地位。第一象限的城市多位于东部沿海平原地区，而

位于第三象限的城市多来自安徽。究其原因，是所处工业化进程阶段与地理地形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东部沿海地区样本期初期

经济迅速发展得益于发达的第二产业，近年来受生态环境红线的现实倒逼，虽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但工业生产碳排放

量仍居高不下，且沿海的平原地形有利于二氧化碳的扩散作用，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碳排放的高高集群；而安徽省内多山

地，形成了对工业发展与二氧化碳扩散的双重阻碍作用。 

2.空间非均衡性 

利用基尼系数测度方法刻画 2009—2019 年长三角工业碳排放的非均衡性特征(图 5)。长三角整体工业碳排放的基尼系数较

高，平均值为 0.447。呈现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需要限制高碳排放城市的工业碳排放的继续走高。在演进趋势上，工业碳排

放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一方面，双碳目标背景下碳排放绝对量的约束伴之以各种配套政策，使得高碳排放城市的能源转型与

产业升级成为必然；另一方面，经济发展需要使得部分城市的工业碳排放直线上升。碳排放空间非均衡性的理想状态与未来的发

展趋势应该是低排放水平城市间的均衡，长三角目前的工业碳排放空间格局与该理想状态之间仍然存在差距。 

 

图 4 2019年长三角工业碳排放局部莫兰指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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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长三角城市工业碳排放空间非均衡性 

域间差异按照省际的标准划分区域
18
,无论是基尼系数的数值大小还是演变趋势其空间内部差异均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别。从

具体数值看，安徽的内部差距最大，基尼系数平均值为0.412;江苏地区内部差距相对较小，基尼系数平均值为 0.332。从演变趋

势看，江苏省内空间差异在样本期内波动较小，其基尼系数大致保持不变，围绕 0.332 的均值小幅度波动。浙江省内部的空间差

异的动态演变则大致呈两阶段变化，2009—2013年基尼系数增大，2014 年以后基尼系数缓慢下降。样本期内安徽省内基尼系数

大致呈现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率为 17.25%。 

四、长三角城市工业碳达峰影响因素及趋势特征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SAR)与空间误差模型(SEM)是空间效应计量回归的主要模型，为准确刻画长三角工业碳

排放驱动因素的空间效应提供了研究思路。空间杜宾模型见表达式(1)、空间滞后模型见表达式(2),空间误差模型见表达式(3)。 

 

式中：C为工业碳排放量；w为空间回归系数；J为 n×1阶的空间权值矩阵；IS、EN1、EN2、UR、LF 为 5个自变量，分别代

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城市化和劳动力效率；l[l0,l1,…,l5]为待估参数；ui为空间固定效应；δt为时间固定效应；

φ为误差随机项；γ为空间误差系数；κ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现有研究表明长三角工业碳排放受劳动生产率、能源强度、

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劳动力等因素影响 19,本文从产业结构、能源、城市化与劳动力四个方面分解长三角工业碳排放的驱动

因素，具体的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标准化的工业煤炭消费量占工业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占工业增加

值比重、建成区面积以及人均 GDP 为代理变量。 

2.聚类分析 

采用 K-means 聚类算法分析长三角工业碳排放趋势的类型特征，即通过迭代将样本划分到组内样本相似度最大、组间样本

具有高度异质性的 k 个层次化的类别中。参考郭芳等 20 的研究，同时考虑影响长三角工业生产和碳排放的相关因素构建指标体

系，兼顾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对长三角 36 个城市进行聚类分析。具体地，静态指标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人均 GDP、

城镇从业人员数量、建成区面积、人均工业能源消费、工业碳排放量为代理变量；动态指标主要考虑GDP 年均增长率、人口年均

增长率、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率与碳排放年均增长率。 

3.数据来源及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除淮安、盐城、宿迁、衢州和丽水外的 36个长三角城市进行研究。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2020)》《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2020)》与各城市统计年鉴。 

(二)驱动因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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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准回归 

通过比较 LM检验、HAUSMAN 检验、LR检验以及 Wald 检验的结果，判断基准回归模型的选择
21
。首先利用 LM检验，结果显

示统计量在 1%水平上均显著，表明 SEM 模型和 SAR 模型均适用，可以选择 SDM 模型进行分析；进一步运用 Wald 检验和 LR检验

判断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以转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检验结果在 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同时 Hausman 检验的 P 值

趋近于 0,表明本文选取空间杜宾模型较为合适。 

表 2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IS 
0.5891*** 

-3.47 

0.2103 

-1.12 

0.5904*** 

-3.52 

0.0495 

-1.03 

0.1398** 

-2.05 

0.1889** 

-2.46 

0.0484** 

-2.4229 

0.0788*** 

-5.0385 

EN1 
0.8405*** 

-6.09 

0.5877*** 

-4.38 

0.578*** 

-4.34 

0.7874*** 

-3.84 

0.3369 

-0.56 

1.1243* 

-1.82 

0.2188*** 

-7.73 

0.0144*** 

-5.2533 

EN2 
0.2496*** 

-9.02 

0.3107*** 

-11.48 

0.3208*** 

-11.93 

0.0311 

-1.12 

-0.2143*** 

(-2.75) 

-0.18327* 

(-2.11) 

0.0008* 

-1.9295 

0.0092*** 

-7.8997 

UR 
0.4765*** 

-6.08 

0.3107*** 

-6.06 

0.4309*** 

-6.28 

0.2021** 

-1.96 

-0.4599 

(-1.55) 

-0.2578 

(-0.8) 

0.0009 

-0.7271 

0.0036*** 

-4.9975 

LF 
0.1403*** 

-7.3 

0.1548*** 

-10.68 

0.1511*** 

-11.05 

-0.0168 

(-1.08) 

0.0941*** 

-3.53 

0.0773*** 

-3.01 

0.1370* 

-1.9588 

0.0756*** 

-3.2432 

RHO 0.2387*** 0.2683** 0.3466** 0.2035** 0.133** 0.331***   

R2 0.5221 0.5196 0.3799 0.5196 0.6439 0.8796   

 

注：括号中为统计量 z值。 

表 2模型①展示了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所有影响因素均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

城市化与劳动力效率对长三角工业碳排放具有较强的作用效果。产业结构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正向效用，表明若第二产业对经济

贡献度越小，则可以越早实现碳排放峰值：一方面，节能减排政策主要作用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的城市承担更大的减

排压力，完成相关目标的意愿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第一、三产业通过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碳减排效果优于第二产业。
22
能源结构

与能源强度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驱动作用，具体表现为长三角工业经济增长与煤炭的锁定效应较强，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

重高，且短期难以改变 23,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成能源转型仍是长三角工业碳达峰工作的重要任务。同时，城市化对长三角工

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能忽视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碳排放问题，城市化伴随着资本、人才与技术的集聚，意味着更多

的生产需求，促进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能源消费刚性需求的增加，带动工业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快速增长。24劳动力效率对碳

排放也展现出显著正向作用，是因为随着工业化生产发展，技术革新促使劳动力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能源消费

的不断增加，刺激碳排放的增加。
25
 

2.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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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改变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地，模型②采用空间滞后模型，模型③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回归结果中各变量系数

符号相对稳定，与基准回归相比无明显变动，因此认为该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 

3.空间效应分解 

基于 SDM估计结果，对长三角工业碳排放的各种驱动因素进行空间效应的分解，具体地，模型④为直接效应、模型⑤为间接

效应以及模型⑥为总效应。由表 2:①产业结构对工业碳排放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为正，且间接效应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

本地区的第二产业发展程度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地理距离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升级

时倾向于就近选择承接地，加重了邻近地区的碳排放负担。②能源结构对工业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间接效

应不显著，表明工业碳排放主要受本地能源结构影响，而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明显。③能源强度对工业碳排放的间接效应在 1%

水平上呈现负显著，表明邻近地区的能源强度对本地区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功能划分愈发完善，将高碳排放

锁定在能源强度偏高的地区，可为周边地区释放碳排放负担。④城市化对工业碳排放的间接效应为负且不显著，表明邻近地的城

市化会疏解当地碳排放压力，但效果不显著。⑤劳动力效率与能源强度的表现相反，其间接效应在 1%水平上呈现正显著。源于

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劳动力效率偏高的地区会刺激周边区域的碳排放量也大幅增加。 

4.异质性检验 

选取样本初期与样本末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异质性检验，模型⑦为 2009 年的回归结果以及模型⑧为 2019 年的回归结果。

由表 2:①与 2009 年相比，2019 年的产业结构与能源强度对工业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均增强，碳达峰工作应聚焦二者重点攻坚，

全面精准发力。②能源结构对工业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在 2019年变弱，源于绿色科技的研发与清洁技术的推广使得碳排放空间收

紧，弱化了能源结构在 2019 年的影响效力。③2009 年城市化对工业碳排放的刺激作用不显著，是因为 2009 年长三角整体城市

化水平不高，并非影响工业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在 2019 年其对工业碳排放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④

无论是样本初期还是样本末期，劳动生产率都是驱动工业碳排放增加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劳动力效率的全方位提升对碳排放的

抑制作用还未显现。 

(三)进一步分析：趋势特征 

聚类结果显示，当前长三角城市的工业碳达峰趋势大致分为 4 类(表 3)。其中，第一类为“脱碳先锋型城市”,包括上海、

南京、无锡、常州等 7个城市，是长三角有望率先达峰城市。此类城市经济体量大且处于稳步增长，城市化水平高，产业结构以

服务业为主；虽然当前碳排放量仍相对较高，但碳排放增长速度居长三角最低水平，年均增长率约为 2%。 

表 3K 均值聚类结果 

城市特征 个数 城市 

脱碳先锋型 7 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杭州、宁波 

脱碳潜力型 9 南通、扬州、镇江、泰州、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合肥 

转型困难型 8 徐州、连云港、温州、金华、台州、芜湖、马鞍山、滁州 

达峰滞后型 12 蚌埠、淮南、淮北、铜陵、安庆、黄山、阜阳、宿州、六安、亳州、池州、宣城 

 

第二类为“脱碳潜力型城市”,包括南通、扬州、镇江、泰州等 9个城市。此类城市劳动力扩张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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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生活环境与高度发达的配套设施发挥对劳动力的虹吸作用，区域内人口数量充足。同时，得益于发达的第二产业，脱碳潜力

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其碳排放量较小，有望将碳排放峰值控制在较低水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为脱

碳先锋型城市与脱碳潜力型城市架构跨区域减排协同机制奠定基础，成为长三角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的先行区。 

第三类为“转型困难型城市”,包括徐州、连云港、温州、金华等 8个城市。此类城市中以资源型地区居多，比如徐州、马

鞍山和滁州等，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下游水平，城市化水平偏低。产业结构偏重型化，第二产业占比约为 44.85%;人口增速较快，

疏解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的同时，致使工业品需求增加，加剧了产业结构矛盾的同时刺激了碳排放增长。 

第四类为“达峰滞后型城市”,包括蚌埠、淮南、淮北、铜陵等 12个安徽省城市。此类城市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经济

发展潜力大，但失业率高、人口流失大使得劳动力短缺问题突出制约其发展；由于第二产业欠发达，工业碳排放量较小，但粗放

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能源强度较高。达峰滞后型城市需警惕随经济增长驱动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寻求碳排放绝对量约

束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平衡。 

五、长三角城市工业碳达峰路径对比及优化策略 

考虑区域碳排放现状、碳减排能力、发展定位不同 26,长三角各类型城市应差异化制定达峰时间等约束性指标并自主部署阶

段性任务。 

(一)脱碳先锋型城市率先达峰，实现全方位引领与借鉴 

脱碳先锋型城市碳排放增速较慢，其经济发展正处于全面深度脱碳化的阶段。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相较于其他

三种类型的城市，产业减排潜力较小。该类城市中有 5个是国家发改委批设的低碳试点城市，且包含上海与杭州两个碳排放已呈

现达峰状态的城市，达峰基础理想，可将达峰目标设置在“十四五”初期。脱碳先锋型城市应锚定技术革新，提高能效，实现技

术节能。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拥有扎实科研基础的城市着力自主技术创新扶持，对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工程应用等进行

系统性、变革性的研究，部署二氧化碳的捕集、利用及封存等低碳前沿技术探索 27,加快“卡脖子”绿色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

“新基建”为契机，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和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

交叉融合，抢占颠覆性产业科技创新制高点；实施绿色化低碳化变革和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双轮驱动”,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 

(二)脱碳潜力型城市尽快达峰，高质量支撑长三角低碳发展 

“低端拥挤、高端短缺”的工业结构现状，致使脱碳潜力型城市碳排放量仍处于震荡上升状态，但同时也意味着其第二产业

减排空间广阔，潜力明显，因此预计该类城市在“十四五”初期碳排放会继续缓慢上升，随后在“十四五”后期达峰。其工业碳

达峰的首要任务仍是增量经济的低碳化，坚持以“高端、数字、融合、集群、品牌”为发展方针，推动产业转型。具体来说，明

确碳减排目标和指标，倒逼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建设；推进产业升级迭代，以产业高级化、城市

清洁化、生产高效化与规模化提升城市低碳发展效率，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城市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轨道。特别是，合

肥、南通等区域内综合实力较强的城市，率先培育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倍增；加快建立市场导向的低碳发展长效机制，架构绿色低碳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培育参与未来竞争新

的动力源。 

(三)转型困难型城市厘清发展与减排关系，在当前节奏稳步推进达峰 

转型困难型城市与达峰滞后型城市多属于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层次低、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产能过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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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突出，低碳转型形势严峻，但尚有较大潜力可挖，是未来碳减排的重点。该类城市达峰基础相对薄弱，由于其经济发展尚处

在加速阶段，碳排放仍呈现增长趋势，二者尚未表现出脱钩迹象，且产业结构仍具有较大的调整和转型空间，需要在达峰过程中

梳理好碳排放、产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预计该类城市在“十四五”期间碳排放会继续上升，将达峰目标设置在 2026—2029

年逐步达峰为宜。产业转型困难的城市全方位赋能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玻璃等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低碳化改造，推进清洁生

产；通过发展替代行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对冲化石能源转型的经济风险；克服产业结构转型的短期阵痛，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承接产业转移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提高准入门槛，破解生产端碳排放“转移”问题。资源转型困难的城市侧重提高

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水平，扭转能源结构高碳化现状，逐步戒断对煤炭的依赖；形成对煤电发展的上限约束，规划好煤电退出的

路线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政策 28,推动风电、水电产业的发展，提高绿电占比；驱动能源体系向以

清洁能源为主导、数字化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融合的分布式智能能源体系转变，以清洁、绿色方式满足用能需求。 

(四)达峰滞后型城市全力跟上整体达峰步骤 29,以碳汇增量锻造碳中和优势 

达峰滞后型城市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破坏严重、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老化、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转型发

展和城市更新尤为迫切。鉴于达峰滞后型城市目前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尚未表现出脱钩迹象，允许该类城市工业达峰时间滞后于

区域内平均水平，给该地区经济发展预留空间。预计其碳排放在“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仍会保持上升趋势，建议将达峰目

标锚定在 2030年左右。达峰滞后型城市在实现工业碳达峰时应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压缩粗放式的第二产业

的发展空间，以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推动经济大跨越，确保发展与保护协同共生。在安庆、池州、宣城为主的生态资源良好、碳汇

用地规模较大的城市，特别是淀山湖、新安江、大别山、黄山等区域，积极打造生态旅游、康养、文化等产业业态，不断扩大绿

色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在保证碳汇功能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后续碳中和工作打好基础。 

注释： 

1根据英国风险评估公司 Maplecroft 公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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